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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船舶型线优化是改善船舶阻力性能、提高运行经济性的关键环节。文中将型线修改、阻力 CFD模拟、设计空
间探索优化等流程整合在一起，创建了一个型线“自动优化”的平台。在该平台上实现了对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

（Naval Surface Warfare Center）潜艇模型 DTRC Model 5470 艏部型线的自动优化，得出了一个阻力性能最优的艏
部型线方案。 经过模型拖曳试验验证，证明了该种“自动优化”方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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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ip hull optimiz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cedure to improve the resistance performance
and operation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an ‘Automatic Optimization’ platform for the ship hull optimiza-
tion is presented by integrating the hull form modification, CFD computation, design space exploration, and
design optimization together. This platform is applied to the bow optimization of the submarine DTRC Model
5470 from USA Naval Surface Warfare Center. The optimization results are validated through the model tow-
ing tests, and show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esented ‘Automatic Optimiz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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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船舶阻力性能是影响船舶运行经济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船舶线型的优化可以大幅提高船舶的节
能性，对世界海运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
传统的型线优化设计大多按照经验修改、CFD模拟计算、性能评价的步骤重复计算多个方案，然后

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在美国一项三体船阻力性能优化的课题研究中[2]，对外船体与中心船体的纵向
位置和横向间距的多种组合进行了消波效果探讨，共完成了 48 678个组合方案的 CFD计算，从中选择
确定了最佳设计方案。 这种优化过程可称为“手工优化”[3]。

“手工优化”方法虽然已大量应用，但无法突破其内在的局限性。第一、需要多次手动修改原始线型

文章编号： 1007-7294（2010）07-0741-08

收稿日期： 2008-12-29 修改日期： 2009-12-22
基金项目： 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由研究课题资助（GKZD010012）
作者简介： 梁 军（1983-），男，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第 14卷第 7期 船舶力学 Vol.14 No.7
2010年 7月 Journal of Ship Mechanics Jul. 2010



图 1 潜艇模型 DTRC Model 5470
Fig.1 Submarine model DTRC Model 5470

方案，反复手工设置基本一致的 CFD模拟，然后对计算所得结果进行比较。重复性的人工干预过程耗费
了大量的资源，也造成了计算机的间断性工作，无法大幅提高优化工作效率。 第二、“手工优化”所获得
的优化方案局限于设计者的经验，常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阻力性能，而不能保证获得全设计空间
中的最优值。 这种优化设计本质上只是方案改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设计。
为克服“手工优化”的不足，人们一直在探索将 CFD 模拟与自动优化方法相结合的“自动优化”平

台[3-6]，期望达成下列目标：第一、充分利用计算机做重复有序性工作的优越能力，在多种软件信息交流
的基础上，将整个设计优化过程集成为一个自动流程，从而达到节省资源、提高效率的目标；第二、基
于最优理论，综合考虑各约束条件，对设计空间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索，以获得全设计空间中的最优
方案。
本研究将型线修改、阻力 CFD 模拟、设计空间探索优化等流程整合在一起，利用 OPTIMUS 5.2 将

GAMBIT2.3.16 及 FLUENT6.3.26 中的计算过程集成起来，创建了一个“自动优化”的平台。 在该平台上
实现了对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Naval Surface Warfare Center）潜艇模型 DTRC Model 5470[7-8]艏部型

线的自动优化，得出了一个阻力性能最优的艏部型线方案。 经过模型拖曳试验验证，证明了该种“自动
优化”方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2 型线“自动优化”方法

2.1 基于 FLUENT的潜艇阻力 CFD计算
本研究以潜艇模型 DTRC Model 5470为案例[7-8]，计算模型缩尺比为 1：50，模型总长 2.178m，计算

模型外形见图 1。
计算采用无量纲化的 RANS 方程作为控制方程，张量形

式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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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模式采用 RNG k-ε 两方程模型， 通过在大尺度运动和修正后的粘度体现小尺度的影响，使

小尺度运动有系统地从控制方程中去除，可以更好地处理高应变率及流线弯曲程度较大的流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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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k是由层流速度梯度而产生的湍流动能，Gb是由浮力而产生的湍流动能，YM是在可压缩湍流中

因过渡的扩散产生的波动，C1ε=1.42，C2ε=1.68是常量，αk和 αε分别是 k方程和 ε方程的湍流 Prandtl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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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和 Sε可由用户定义为 0。

在 GAMBIT2.3.16中生成三维非结构化网格。相对于结构化网格，非结构化网格的适应能力强，局
部加密也比较容易。在梯度大的地方，网格必须保证足够细密。为了有效而接近实际的壁面模拟，要求

合理布置边界层区域内的网格[9]。 定义量纲一的量 y
+
＝uτ△yp /ν，其中 △yp为第一层网格结点离开壁面的距

离，可由下式进行估算：

y
+
=0.172 △yp

L� �Re

0.9

较好的网格划分应使 y
+
在 30 到 500 之间，而且边界层内有足够的网格数。 本案例计算中，Re=4.8×10

6

（以潜艇长为特征长度），y
+
≈33.05。计算流场区域设定为高 7m，半径为 2m的半圆柱体，潜艇首部离来

流入口约一个艇长。为了减少网格数目并降低计算量，在潜艇外划分一个长 3m、半径 0.5m 的小半圆
柱区域，使网格总数控制在 380 万左右。 计算区域对称面网格如图 2 所示。
本案例计算采用定常计算方法，边界条件设定如下：
● 速度入口： 潜艇艏部向前 2m，x 方向来流速度大

小为航速，y和 z方向为零；
● 壁面：潜艇外表面；
● 压力出口：潜艇艉部向后约两个艇长，设定相对

参考压力点的流体静压值；
● 对称面：垂直于对称面的速度分量为 0，平行于对

称面的速度分量的法向导数为 0；
● 外场：距潜艇表面约为 2m，速度为未受到扰动的

主流区速度。
2.2 基于 OPTIMUS的优化方法
由于目前应用较多的“手工优化”方法主要根据模拟计算结果进行经验修正，所获得的优化结果

能够优于原型方案但无法保证最优。 最优解的获得必须建立在全设计空间探索的基础上，一般包括试
验设计、响应面模拟、最优点搜索等若干步骤。
试验设计 DOE（Design Of Experiment）的目的是对数值或物理试验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以较少

的试验次数获得较多的设计空间信息，达到设计空间探索的最佳效果。一个科学而完善的试验设计，能
够合理地安排各种试验因素，有效地分析试验数据，从而使用较少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得丰富而可靠
的资料。 试验设计学科由费希尔在农业试验研究中创立，运用均方差排列的拉丁方和方差分析原理解
决了长期存在的实验条件不均衡问题。 二战以后试验设计已经成为不同领域各类试验的通用技术[10]。
在 OPTIMUS中包含有近二十种试验设计方法，如全因子（Full Factorial）、拉丁超立方体（Latin Hy-

percube）、随机法（Random）、部分因子（Fractional Factorial）等。 本次设计选用拉丁超立方体作为 DOE
方法，是一种“充满空间”（space filling）的试验设计方法。 依据此方法进行若干数值模拟试验，可获得设
计空间中数目与位置确定的一系列设计点，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目标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等
后处理，并且能够以回归方法建立控制变量与目标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即响应面模型。
响应面模型 RSM（Response Surface Model）反映了目标变量（因变量）与多个控制变量（自变量）间

的函数关系。 由于这种函数关系一般是曲线或曲面的关系，因而称为响应面模型 RSM。 由于响应面模
型必须根据系列试验数据回归得到，回归分析的优劣程度直接决定了响应面模型的精确性。 回归分析
的过程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当前的设计点或试验点是否接近响应面的最
优（最大或最小）位置。当试验点远离响应面的最优位置时，可使用如下的一阶模型（first-order model）去
逼近：

图 2 非结构化网格
Fig.2 Non-Structure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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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βi表示 xi的斜率或线性效应。当试验区域接近响应面的最优区域或者位于最优区域中时，可以开

始第二阶段的设计，目的就是获得响应面在最优值周围的一个精确逼近并且识别出最优设计点。 这时
常采用如下的二阶模型（Second-order model）来逼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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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US 为 RSM 响应面模拟提供了一系列的数学近似方法，如线性插值（Interpolation）、泰勒法
（Taylor）等。在合适的数据量基础上，使用 Taylor法能得到近似程度相当不错的响应面模型。而数据比
较少时，可采用线性插值建立响应面模型。 本次案例计算采用线性插值方法中的 Kriging函数法[11]。
在生成的 RSM 响应面模型上进行最优点搜索，通常需要包括以下设定：设计目标（最大或最小）、

约束条件、以及最优算法的选择。 通过 OPTIMUS 能够方便地给模型添加数学约束、确定设计目标，并
提供了一系列的最优点搜索算法，如梯度算法、序列二次规划算法（Sequential Quadratic）等局部搜索
算法，以及自适应遗传算法（Self-Adaptive Evolution）、模拟退火算法等全局搜索算法。本次案例优化采
用自适应遗传算法，是演化算法的一个分支[13]。

2.3 “自动优化”过程集成

过程集成是将某个系统中各个独立的流程单元通过良好的数据交换接口彼此连接，并按照整个系

统的运行顺序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流程集成平台。 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提高，过程集成方法
逐步渗透到了多种领域，尤其是设计制造领域，可以实现产品设计生产的高度自动化，达到节省资源、
提高效率的目的。 如波音公司将 CAD建模、CFD性能模拟等过程集成，实现了设计、分析、加工和检测
的一体化，成功完成了波音 777客机的设计生产，成为过程集成方法的应用典范。
本次案例研究将潜艇型线修改、阻力 CFD 模拟、设计空

间探索优化等流程整合在一起，利用 OPTIMUS 5.2 将 GAM-
BIT2.3.16及 FLUENT6.3.26中的计算过程集成起来，创建了一
个“自动优化”的平台。具体流程控制过程为：在 GAMBIT中生
成潜艇几何模型，并定义型线修改的控制变量；在 GAMBIT 中
生成计算模型并进行网格划分，导出 mesh文件至 FLUENT；在
FLUENT中进行模拟计算，获得阻力计算结果；在 OPTIMUS中
设置优化流程，根据试验设计 DOE结果改变型线控制变量，输
入 GAMBIT；在 GAMBIT 中按照新的控制变量重新生成模型，
重复上述流程，直至获取 DOE要求的足够的数值试验结果；在
OPTIMUS 中建立 RSM 响应面模型，完成最优方案搜索。 完整
的流程结构如图 3 所示。
为了在 OPTIMUS中实现上述流程，必须建立如图 4 所示

的过程集成平台，包含下列流程单元：

● 控制变量：通过该变量的数值变化实现潜艇型线和几何

模型的变化。可在 GAMBIT命令记录文件 gambit.jou中进行变
量设置，达到自动修改的目的。在本次案例计算中，选取了潜艇子午线首部三个点的位置偏移量作为控

制变量，可以控制首部型线修改；

● 输入文件 gambit.jou，fluent.jou：gambit.jou为 GAMBIT命令记录文件，按照该文件运行可使GAM-

图 3 流程结构图
Fig.3 Flow of the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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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OPTIMUS 过程集成流程图
Fig.4 Integrated procedures in OPTIMUS

BIT自动重复几何模型生成、网格划分、网格文件输出的过程。 fluent.jou为 FLUENT命令记录文件，按照
该文件运行可使 FLUENT自动重复读入网格文件、边界条件设定、完成模拟计算、输出计算结果、保存
case和 data文件的过程；

● 求解器 FLUENT，GAMBIT：两个求解器代表的是安装在 Linux服务器上的 GAMBIT 和 FLUENT
程序。 OPTIMUS中通过添加远程调用命令（rsh）来实现远端服务器上的两个程序的调用运行。 GAMBIT
以 gambit.jou 为输入，输出网格文件 marin.msh；FLUENT 以 fluent.jou 为输入，读入网格文件 marin.msh
后输出结果文件 out.trn。 两个求解器都包含有 OPTIMUS自带的等待命令，以保证输出文件的正常生成
和流程的连贯执行。 另外，为不使自动迭代过程中不同数值试验生成的多个 msh、cas、dat 文件发生冲
突，使用 dos下的 del命令将每一次执行所生成的结果文件删除，同时 OPTIMUS 将自动进行读取和保
存数值试验结果。

● 输出文件 out.trn：out.trn中包含 FLUENT计算结果。由于 out.trn格式固定，OPTIMUS可通过位置
匹配将目标变量值和约束变量值抽取出来。

● 输出变量：OPTIMUS按照固定抽取规则从 out.trn中获得输出变量，包括目标变量和约束变量。本
次案例计算中抽取潜艇阻力（resistance）作为目标变量。

在过程集成完成后，将控制变量的值设为零，完成一次试运行，测试流程的正确性以及模拟计算
的准确性，这个过程在 OPTIMUS 中称为 Nominal，是一个流程调试过程。 在本案例优化中，以 DTRC
Model 5470潜艇原型的模拟计算作为流程调试 Nominal依据，通过模型拖曳试验进行验证。

3 案例优化结果

3.1 案例原型模拟结果与验证
DTRC Model 5470 潜艇原型的模拟计算在小

型计算服务器上完成，一个速度计算需要完成迭代
过程 1 000 次，6 核 CPU 并行计算约 4 小时可以
收敛。
原型模拟共计算了 4个速度的阻力值，同时在

上海交通大学船模拖曳水池完成了同尺度模型的

拖曳试验（见图 5）。模拟计算与拖曳试验的对比结
果列于表 1，数据吻合度较高，模拟算法的准确性
能够满足“自动优化”的要求。

图 5 潜艇原型拖曳试验
Fig.5 Model test of original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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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控制变量
Fig.6 Control variables

表 1 原型潜艇阻力计算值与试验值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resistance results

3.2 自动优化结果
在本次案例优化中设定了如图 6所示的 3个控制变量：第一个控制变量 offset_1 为潜艇前端顶点

x=0在 x方向的偏移量，变动范围为-0.1~0.01m；第二个控制变量 offset_2为子午线上点 x=0.035m 沿 y
方向的偏移量，变动范围为±0.02~±0.015m；第三个控制变量 offset_3 为子午线上点 x=0.115m 沿 y 方
向的偏移量，变动范围为±0.02~±0.015m。

速度 （m/s） 原型阻力试验值 （N） 原型阻力计算值 （N）

2
3
4
5

11.556
28.195
48.307
71.113

12.924
30.186
51.335
77.574

控制变量的组合方案由试验设计 DOE确定。本次优化过程采用了可选择试验次数的拉丁方方法进
行试验设计，设定试验次数为 16次。OPTIMUS以随机种子值为基础，在输入变量的区间范围内以拉丁
方算法的规则寻找 16 个组合方案，充满设计空间（space filling），并按照这 16 个组合方案自动重复执
行 4m/s速度下的数值试验流程，获得 16个数值试验结果，列于表 2中。本案例 DOE过程在 6核CPU并
行环境下连续自动运行约 70小时后完成。

表 2 DOE16次模拟试验结果
Tab.2 16 DOE simulation results

DOE_NO. Offset_1 (m) Offset_2 (m) Offset_3 (m) 4m/s Resistance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006 4
-0.082 2
-0.054 1
-0.035 3
-0.076 3
-0.065 0
-0.003 0
-0.046 2
-0.012 8
0.008 5
-0.038 9
-0.093 9
-0.066 8
-0.019 8
-0.028 5
-0.092 2

-0.003 0
0.013 6
-0.018 7
0.017 9
-0.016 0
-0.010 0
0.009 9
0.011 8
-0.014 3
0.007 2
-0.007 5
-0.001 7
0.002 8
-0.008 7
0.001 2
0.016 2

-0.000 3
-0.011 2
0.010 0
-0.005 5
-0.002 4
0.004 6
0.001 7
0.011 7
-0.014 2
0.009 0
0.013 5
-0.009 0
0.005 9
-0.006 6
-0.012 1
0.002 7

51.054
51.928 1
52.026 2
51.268 8
51.091 0
50.862 9
50.813 5
50.445 5
52.198 7
50.987 0
51.640 1
51.223 5
50.509 2
51.375 8
51.905 8
50.6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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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OE所获得的数值试验数据基础上，可回归建立响
应面模型（RSM），获得整个设计空间中控制变量与目标变
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模型。本次优化过程采用 Kriging插值法
来建立响应面模型，其中的一个 RSM面如图 7所示。
本次优化是阻力最小的单目标优化，使用自适应进化

算法在 RSM面上搜寻最优方案，获得速度 4m/s时的最优阻
力值为 50.28N。该最优方案对应的三个控制变量 offset_1，
offset_2，offset_3的值分别为-0.080 1m，0.011 3m，0.007 8m，
优化前后的潜艇型线对比如图 8 所示，实物模型对比见图
9。
3.3 优化结果验证
为了验证优化结果的准确性，首先进行了 CFD 模拟验

证，根据最优方案对应的控制变量结果重新生成计算模型，
模拟计算结果为总阻力 50.37N，与 RSM上的优化搜寻结果 50.28N吻合较好。
随后在上海交通大学船模拖曳水池进行了优化模型的拖曳试验（见图 10），试验结果与计算结果

列于表 3中，在 3m/s、4m/s、5m/s都获得了较高的一致性，只有 2m/s时误差大于 10%。

图 7 控制变量 1、2 与阻力的 RSM面
Fig.7 RSM of control variables 1, 2

表 3 优化潜艇阻力计算值与试验值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resistance results
速度 （m/s） 优化后阻力试验值 （N） 优化后阻力计算值 （N）

2
3
4
5

11.478
27.465
47.519
70.749

12.826
29.631
50.364
7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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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优化前后的总阻力系数计算值和试验

值在图 11中同时绘出无因次曲线，可以看出
3m/s 至 4m/s 的中速区阻力减小 2％左右，而
在 2m/s和 5m/s附近区域阻力降低不多。这种
优化效果的差别是由于优化过程针对 4m/s
速度点，对低速和高速区域不具有针对性。

4 结 论

本次研究通过对案例潜艇的优化应用

和试验验证，证明了所构建的型线“自动优
化”平台方案的可行性。优化过程中通过 DOE
获得的 16 个试验方案较好地反映了全设计
空间的完整信息，并在 70小时内实现了无人
工干预的型线自动优化，达到了节省资源、提
高效率的目标。
从计算和试验结果来看，阻力变化趋势十分吻合，优化效果也很明显。 由于案例研究选用的DTRC

Model 5470 潜艇本身具有很好的阻力性能，因此阻力再优化难度很大，优化结果只取得了 2％左右的
阻力改进。
下一步研究将把该“自动优化”平台进一步完善后应用于水面船舶的阻力性能优化，寻求在两个

方面克服瓶颈问题：第一、解决好船体 NURBS 曲面输出转化问题，将船舶型线设计的 CAD 工具集成
入“自动优化”平台；第二、解决好 FLUENT环境下水面船舶数值模拟过程中的不稳定问题，实现“自动
优化”所要求的无人工干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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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潜艇模型优化前后阻力计算和试验结果对比
Fig.11 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resistance results of

original and optimized hu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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